中华诗词的时代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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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李树喜 河北省安平县人。高级记者，作家，人才学和历史学者。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。1983年到光明日报，历任特派记者，机动记者部主任，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。

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，《中华诗词》杂志编委。在新闻、文学、诗词和人才学等方面，已出版个人专著、文集24种，包括诗集《杂花树》《诗词之树》《诗海观潮》等。中国人才研究会教育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，人才史学科带头人；拥有中华诗词韵库专利。
时间：7月22日 地点：燕赵讲坛

　　诗词是中华文化王冠上的明珠，是中华文化最具光彩和魅力的篇章，可以称为中华文化的基因（DNA）。

　　从传说尧时代的“卿云”发端，经过《诗经》、楚辞、汉魏古诗，以至唐诗宋词元曲，诗词绵延两千多年，一路走来，一路变化，一路创新，虽有曲折，但从来没有消亡和停滞。在中华民族和社会复兴的今天，中华诗词出现了复兴和繁荣的趋势。成为和谐社会、和谐文化的重要部分，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。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诗词当随时代

　　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一种文学艺术样式有无生命力和能否为大众接受，在于能否反映时代生活。诗词亦当如此。

　　早在1955年台湾诗人节，于右任老先生就说，诗词应当“一，发扬时代的精神；二，便利大众的欣赏。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抛弃，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……此时之诗，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，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。”如此“革命”的提法，曾经使我们某些文艺评论家惊愕。其实，诗词与时代相随、与大众相连，是一切开明的前瞻的文化工作者和诗人的共识和追求。一部文学史或诗词史，实际上也是在时代不断演进中适应时代的历史。

　　我们看到，在世纪交接的时代，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华诗词，经历复苏，走向复兴和初见繁荣，展现出空前活力和时代精神。

说诗词初见繁荣，表现在三个方面：

　　一是春潮初起，波澜壮阔；二是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；三是完全可以反映时代生活。

　　在创作题材和内容方面，国际国内大事，社会生活，个人经历，艰苦磨难，日常情趣，旅游咏物，田园风光，哲思感悟，朋友酬答，内心独白，相思爱情……纷纷入诗，各具风采。

　　近年来，每逢大事、节庆、纪念日都有大批诗作产生。在纪念香港回归诗词大赛中，贺苏老人的“七月珠还日，百年雪耻时。老夫今有幸，不写示儿诗”。短短二十字，形象，深沉，道出了一位爱国老人的心声。建党九十周年，一则《天净沙·航船》是这样写的：

　　乌云密布江南，嘉兴湖上风帆，尽处青山辽远。

　　心中有岸，管他多少礁滩！

　　马凯同志在陪同温家宝总理日理万机的抗震工作中，写出诗歌数十首。其中：“惊天地，泣鬼神，五州叹，四海钦。多难兴邦缘何在，临危万众共一心。顶天立地何为本，日月同辉大写人”的诗句，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。

　　令狐安的《维权曲》是这样写的：

　　权柄握在手，方知执政难。建国近甲子，教训万万千。多少官僚变，重蹈旧权奸。狐鼠横行处，敛财不避嫌。沉湎钱与位，早忘甲申年。

　　作为纪律检察方面的领导干部，深刻思考，大胆鞭斥，诗见情怀，难能可贵。

　　还有，大批反映农民和基层的诗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。吕子房的《浪淘沙·巴山背哥》写道：

　　小子走巴山，踏遍渝川。背星背月背朝天。呵嗬一声忙拄地，仰首岩悬。

　　日夜顶风寒，脚破鞋穿。为儿为母为家园。苦命二哥背不尽，背起人间。

写小人物的环境艰窘和拼命生活，画面生动，跃然纸上，一呼一叹，动人心魄。

　　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。红豆大奖赛一首获奖诗“南国春风路几千，骊歌声里柳含烟。夕阳一点如红豆，已把相思写满天。”形象、概括、洗练，有很高的美学价值，为人所公认的佳句。

　　古代社会不可能涉足的失恋题材，在女青年吴菲笔下别有韵味，其《清平乐·失恋之后》是这样写的：

　　晓风吹送，回首些些痛。燕婉深盟终底用？不过槐安旧梦。城郊紫陌荒寒，因缘世界三千。扫取颓枝怨叶，烧成一个春天！

　　尤其是下半阙和结句，颇有新诗的意像和风格，且又是诗词的形式。其爱情观及其大胆表述，充满时代气息。

　　再如李申一首《送儿出国》题材的五绝，更道出天下父母的心声：“叮咛千百遍，默默理征衣。天下爹娘愿，盼飞还盼归”……等等。

　　重要的是，诗人们没有放下批判谕讽的传统武器。

　　社会是在矛盾中行进的。任何昌明的社会，有光明也有黑暗、昏暗或不平。只有揭露、批评、消除阴暗因素，社会才能更健康地前进。

　　咏史怀古题材也老树新花，多有收获。李树喜在其七律《苏武事迹》写道：

　　持节匈奴两鬓稀，兄亡弟殁各无知。李陵规劝先啼泪，卫律威逼徒费辞。

　　水草丰盛大泽畔，胡妻柔顺洽欢时。子卿北地寻余脉，通国还朝擎汉旗。

　　这首七律，实际是追本穷源，矫正偏见，重描了苏武的史实：虽则不幸，亦非身处绝境；虽有刚毅，亦有柔情。苏武流放地贝加尔湖一带水草丰美，后期经常得到美酒等生活用品的馈赠；苏武与胡妇成婚生子，其子在苏武年迈时召回汉室为郎……匈奴亦非青面獠牙，汉庭多有处置失当——历史事件也是复杂的多面体。

　　此外，关于哲思和感悟心路历程的诗句，也时见光芒，如李申的偶得句：

　　人心曲曲弯弯水，世事重重复复山。

　　情绪浓浓淡淡酒，收成雨雨风风年。

　　宋晓梧的佛魔：

　　魔为偏执佛，佛是端正魔。

　　细数千秋史，佛魔一纸隔！

　　哲思，彻悟，于平白之间。

总之，孔夫子说的“兴观群怨”的功能于当代诗词都有表现，且更见广泛、深刻。由此表现了中华诗词的深伟的蕴力和活力。

　　支撑时代精神的三要素，构成诗词时代精神的要素，大略是三个方面：

　　（一）相当的数量与质量

　　当代诗词同历史上的诗词高峰相比，究竟怎么样呢？

　　首先，诗词尤其是词，以毛泽东为代表，呈现一大高峰。当代诗人聂绀弩、刘征等的创新与作品，庶几与过去的高峰比肩。一批具有新的意象，新的视角，新的语言，新的哲思的好诗词、诗句，如珠似玉。如刘征《水调歌头·中秋赏月》：“我谓月，且欢笑，勿神伤。管它阴晴圆缺，只当捉迷藏”的豁达奇语。

　　《卜算子》：“且莫叹荆榛，毕竟多芳草。检点人间万古愁，一点丁丁小”的哲思、彻悟等等，不一而足……

　　总之，对于当代诗词的基本估计是：数量，绝对超过以往；精品，亦有相当篇章。

　　当然，当代的大家、名家不及以往那样耀眼，精品的比例尚远不如唐宋。下大力气提高质量多出精品，是首要任务。

　　（二）显著的特色优势

　　精短，典雅，押韵，上口，便于记忆，易于流传，诗词原有的优势，在快节奏的当今环境中充分展现。更能契合社会氛围和大众需求，显示着蕴力、魅力、耐力。我们不妨做些比较。关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名篇，茅盾1923年译本是：

　　我一生最宝贵：恋爱与自由。为了恋爱的原故，生命可以舍去；

　　但为了自由的原故，我将欢欢喜喜地把恋爱舍去！

　　而殷夫1929年的译本是：

　　生命诚宝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

　　同一作品，都是名家。由于形式不同，效果和社会影响显然不同。优势在诗词方面。

　　（三）空前的社会支撑

　　从实践论的角度看，大众的认同和流传，是检验文化艺术包括新诗旧诗重要乃至唯一的标准。

　　如果要问，当今什么文化艺术形式离我们最近，接触最早？答案是诗词。以儿童普遍学习“鹅，鹅，鹅”和“床前明月光”为例，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等，无疑要对此有最简单和基本的接触。特别指出，随着社会成员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，更多的人（全国以百万计）接触、了解和喜爱诗词并且提笔写作，这种认同和普及，使得诗词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支撑，具有广阔的复兴和繁荣前景。

　　     诗词的社会环境与角色担当

　　当今社会环境对诗词的影响表现为两重性，一方面，社会发展有利于诗词复兴；一方面，文化的丰富多样约束和限制了诗词的独尊。

　　封建社会中，诗词长期处于尊贵地位。科举考试必有诗词，清朝甚至明确由皇家钦定用韵。兼之诗词形式短小精悍，概括力强，有韵律，易传播，没有其他艺术形式与之匹敌、并列，使之成为独领风骚的艺术形式。

　　当今时代，文化艺术呈现多种样式，且平面媒体和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的兴起，使得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有多项选择。在诸多文学形式中，诗词不再是文人必须掌握的，不是最时髦和最有视觉冲击力的。精品佳句不少，流行传唱不多。然而，经过分辨、思考发现，诗词能够融入社会而不被排斥，很可能出现新的繁荣和普及。虽然不再是独领风骚，但也是传统和现代谐和、风流独俱的角色！

　　总之，与时俱进，继承创新，求正容变，众多社会成员参与，大批量较高水准的作品反映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，就是诗词的时代精神。

诗词的功用：不必匡时济世，独领风骚，但可愉悦身心，和谐社会。

　　           诗词面临新课题

　　从两方面看，初见繁荣的同时，亦有误区和偏颇，本人以为突出在两个方面：

　　（一）脱离现实，盲目复古

　　有一种主张，回避社会，远离大众；完全置身于个人天地，自我陶醉，对社会一概采取冷漠质疑、排斥和批判态度；甚至提出“回到唐宋”的口号。

　　其实，历史上任何成功的复兴或复古都是改革，而不是倒退、回到原来。清代叶燮指出：“诗词正变几千年，盛衰之所以然。”诗词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，不可能回到唐宋，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。

　　有一种倾向，故弄玄虚，生僻艰深。别人看不明白，自己说不清楚。

　　无疑，民众了解、广泛流传的当然是通俗晓畅的作品。艰难用典，拮据聱牙，何从欣赏！“细数流传千古句，皆从平白语中来。”信然。

　　（二）标语口号，世纪诗病

　　当今时代，国泰民安，形势好，节庆多。有关节庆和纪念题材的诗，易将事件和政策术语入诗，易生豪言壮语，易搬用标语口号和套话，成为“伟大的空话”，姑且称作“盛世诗病”。政论可以如此，报告可以如此，外交辞令可以如此，但写诗则断不可以如此。毛泽东早就说过，“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，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。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，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，也是没有力量的。”遗憾的是，当前这类作品较多，甚至包括一些大赛中获奖的作品。应当尽量避免。

　　如何解决诗词较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？从写作的角度是：大处着眼，细部着手。以小见大，见微知著，方是功夫。更是古来诗人成功的要诀之一。

　　诗词的美妙和感染力得之于细节的描写。诗经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写爱情也；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写初春也；刘禹锡“朱鹊桥边野草花”、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写变迁也；辛弃疾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”，写春夜也；毛泽东“弹洞前村壁”写现代战争也；“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”写行军也。尤其是孟郊的《游子吟》：以细线、寸草寄情，以“密密缝”写母爱，朴实真挚，深刻动人，千百年来为人们喜爱。

　　回看毛泽东的词作，小到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的“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”，大到《沁园春·雪》，其中不曾有“革命”、“红军”等政治词语，但其间包括着浓烈的革命和光明的内涵。是用艺术形象而不是用概念说话。就写诗而言，立意高、气魄大和具体描写非但不矛盾，反而是依赖于具体、鲜活的描写。

　　近来看到记某山村乒乓球台的七律（作者是李栋恒中将）：

　　水泥台面带残冰，楚汉相分一草绳。陋拍锯磨粘贴就，瘪球烫复往来仍。

　　露天时有风参战，入暮唯凭月作灯。莫笑抽拉姿不雅，兴如奥运各逞能。

　　细节，生动，风趣，高超！

　　又如获建党九十周年大奖赛一等奖徐绪明的《鹧鸪天》：

　　合是梅花清秀姿，生来不怕雪霜欺。一从亮相南湖后，九十年来放愈奇。

　　勤管理，莫松弛，务防虫蛀干和枝。植根大地春长驻，花俏花香无尽时。

　　作品以梅花喻党，着力细节描绘，摆脱大话套话，得奖理所当然。

　　诚然，我们不排除豪言壮语和大气魄。而是要大得有理、适度，有奇思妙语。主要着力点是描细节，塑形象，用艺术的形象的语言写诗。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诗词创新五题

　　如何解决诗词较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？从写作的角度是：

　　（一）创意

　　诗词，是创造性的文化艺术果实。

　　创造是人才最基本的属性。诗人更是如此。“创作”二字，创是统帅，是灵魂。创是纲，作是目。创造就是出新，就是与众不同，就是展现个性，或立意，或章法，或语言，或意象，或哲思，探索或完成前所未有的东西。《白石道人诗说》云： 人所易言，我寡言之；人所难言，我易言之。则不俗。

　　袁枚说：“以出新意、去陈言为第一着”，就是如此。

　　创造并不神秘，万绿丛中一点红是创造，万丛中一点绿也是创造，人无我有是创造，人有我新也是创造，超越别人是创造，超越自我更是创造。“要教读者眼前亮，自己先须亮起来”。就诗词而言，奇词丽句是创造，用平白之语表达深邃的思想和意境更是创造。“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”。伟大诗人李白所重、所行的正是“清发”二字。杜甫说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逸不群”，“无敌”者在于“不群”也。

　　当然，人们一般在创造之前都有一个模仿的过程。而近现代人普遍的问题是积累过多过久，而创造开始太晚。

　　作为当代诗界的领军人物之一，刘征的诗词总是充满创意的。他自创词牌《蜂儿闹》，描绘蜜蜂“辛勤最是君行早，为酿生活好。万口杭育，声超丝竹，哑了千山鸟”的浩大声势。

　　诗人刘章的《山行》：

　　秋日寻诗去，山深石径斜，独行无向导，一路问黄花。

　　清代施润章也有一首《山行》诗：

　　野寺分晴树，山亭过晚霞，春深无客到，一路落松花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刘章是独行寻诗，只有黄花指路。是另辟蹊径，深化了主题，美化了景物，融合了自我，这就是创造和超越。

　　作为精神文化产品，诗词与生活消费品迥然不同的是：后者需要大路货而前者只需精品。大千世界，诗家以百万计，诗篇以千万计。社会需要和能够流传的不在数量而是质量。精品源于创造，创造是诗词之魂，创意，诗之帅也。正所谓：“姹紫嫣红等闲看，奇思创意是诗魂。”

　　（二）浪漫

　　浪漫，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属性，更是诗的本征。将生活艺术化，就必须借助于想象和夸张等手段，只要起意为诗，浪漫就在其中了。如《鹳雀楼》中：“黄河入海流”，诗写得出，摄影绘画都难以作为。

　　传统评论以唐宋风格迥异，又以豪放、婉约分流李杜苏辛白石易安之辈。现代评论家把作家诗人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类，都是偏颇。其实，凡大家都是现实、浪漫兼有，豪放婉约相济。例如杜甫的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，青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。”

　　通篇都是在想象，是所见的古人描写妻子形态的最直描的唯美的诗句，充满浪漫和柔情。

　　（三）环境

　　有一句话叫作“愤怒出诗人”，或者是逆境出诗人。司马迁说过，“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苏东坡也遭受过“乌台诗案”，清朝学者赵翼“题元遗山集”的七律写道：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”，说的是元朝大诗人的元好问的成就和他颠沛流离、身多不幸有关。后人多有引用，甚至还将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视为经典和规律性总结。

　　的确，诗人的丰富阅历尤其是逆境和苦难，能使之深刻了解社会人生，生发出深沉的思考和强烈的表现欲望。表现为作品的广深、沉郁丰富多姿。然而，苦难和逆境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。苦难有用处、有价值，但显然不应是愈苦难愈好。如果屈原、杜甫一类文人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，连读书识字都无机会，他们有可能写出名垂千古的诗篇吗？曹雪芹逆境中完成《红楼梦》鸿篇巨制，虽然艰苦，毕竟有西山茅屋可居，有粥可食，有文房四宝可用。实际上，百姓最悲惨、艰窘的生活状况，不是身处其境的农民妇女写出的；最动人心魄的爱情悲剧，也不是出自梁山伯祝英台杨贵妃白蛇们的手笔，而是像白居易、洪昇这样的写家。白居易没有卖过炭，却可以发出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感叹。就白居易的人生际遇而言，虽受过贬斥和曲折，终其一生还是比较顺利和得意的。其他富贵顺境的文人也有过相当精彩的作品。苦难，不是成就文化诗词的唯一条件而只是相对的。逆境出诗人和“国家不幸诗家兴”只是一种现象不是铁定的规律。

　　好的社会环境，可以实现文化繁荣，可以激发豪情，唱出时代强音。同时，社会毕竟还有负面因素，个体毕竟还有悲欢离合，人人可得而抒发胸臆，唱出各种不同的声音。我们总不能为了“逆境”，人为地制造不幸和苦难吧！

　　因此，对于文人诗家，不是要其陷入痛苦，而是要其对社会进行深入的观察、体验和思考。与社会同脉搏，与大众共心声，如此，才能够写出好作品来。我对青年诗人的希望是：“人生际遇好，社会感悟深”。如做到，则最好！

　　（四）讽谕

　　毛泽东谈到诗词功能时也说，“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，可以兴观群怨嘛！”一般认为，兴，是为国家社会服务；观，是观察辨别思考； 群，是群体和谐；怨，是讽刺批评社会黑暗现象，也被称为“讽谕”，兼有劝解、批评和讽刺的涵义。历代文人重视独立品格和批评功能，留下大量尖锐、犀利充满战斗性的诗篇。如《诗经》的《伐檀》和《硕鼠》等。唐代李绅的“锄禾日当午”（悯农诗）和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等也属于讽谕一类。

　　改革开放，社会繁荣，人文和谐，讽刺功能是否就罢而不用了呢？是不是就把批评的武器刀枪入库呢？不是。社会是在矛盾中行进的。任何昌明的社会，有光明也有黑暗，昏暗或不平。只有揭露、批评、消除阴暗因素，社会才能更健康前进。现代诗人已经拿起了批评的武器写出了大量篇章，例如，《中华诗词》的“刺玫瑰”专栏，就以专门发表讽刺诗博得各界好评。

　　讽刺诗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。

　　张智深五绝《下马石》：

　　独立皇陵侧，端居孔庙前。千官皆下马，一石冷无言。

　　以下马为题，描绘官员下马后，下马石的冷峻无言，用语双关，寓意深刻。

　　诗词当随时代。我们是时代的歌者和思想者。因而，歌颂和讽谕是包括诗词的文化艺术社会功能的两个方面，是相辅相成的。讽谕不可免，而那种走向另一个极端、认为诗词不能“歌德”、只能以批评为主，显然也是片面的。

　　（五）谋篇

　　整体顺畅，中间有起伏有波澜，调料，调色。文似看山不喜平偏向不平觅好诗。

　　尾要结住，或总结魔佛一纸隔；或发挥官权哪个靠读书；或转折不知该打谁；或反问一生真伪有谁知古来征战几人回，天下何人不识君（叹号问号，不妨使用些）；或突兀鱼鳖几回捉来放，有人跳下放生桥突然一棒，细想有理，神来之笔；或反义（一般用于咏史项羽，曹操）。

　　在笔法上，景物要真实，下笔有虚实（理念虚词结合）手法别太老实，做人要老实，做诗要灵通，（变花样花招）。总之创意出新，大处着眼，细部着手。

　　还须指出，为诗，与其说具有理论的品格，不如说更有实践的品格。“平仄格律”和“基本技法”之类要学。但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不可过于依赖和拘泥——按照本本和作法之类，很难写出好诗。

尊重艺术规律，要“三不为”：不为口号（大话），不写报告（套话），不作歌谣（俗话）；“二为”：为自己抒写性情，为读者欣赏共鸣——真情和个性而已。

　　尔后，引用我的一则小词《清平乐·诗史》：

　　诗三百好，更有卿云早。秦火炎炎烧未了，屈宋建安佼佼。

　　北南魏晋梁陈，诗词逐代出新。李杜堪师不仿，一心要写吾真。

